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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划定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作为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治理城市间复合污染问题的全新思路，对实施城
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热环境视角通过解析３种假设情景来揭示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表
现形式与实质内涵，并据此构建测量方法及理论模型对北京与天津２个典型城市进行模拟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城市热岛区域呈现出逐年接近、连片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１０年间，北京市和天津市
的城市热岛面积迅速扩大，由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９６．９８、３７０．３２ｋｍ２，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８１８８．０６、４５６７．５４ｋｍ２；京津２地城
市间的热环境“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衰减明显，由２００３年的８０．７６ｋｍ锐减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４４ｋｍ。最后提出了建设城
市通风走廊、科学规划城市绿地系统、利用科技手段减少热污染排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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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４年３月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中国家环保部
首次提出了“最小生态安全距离（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ＤＥＳ）”的概念。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
中治理城市间复合污染问题的全新思路，包含了生态保护、安

全底线、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综合性概念。但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实质内涵还缺乏较为明

晰的界定。城市热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建筑密度

的大幅提升，以城市热岛效应为代表所引发的一系列热环境

负面效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阶段城市热环境问题

已经不是单纯的气候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市

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重大阻碍［１－６］。因此，测量基于热环境

视角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不仅能够为设置城市发展

的“刚性界限”和“生态安全底线”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够为解

决城市集中发展所显现出来的城市群热环境冲突和叠加等新

型环境问题提供科学参考。

１　相关研究综述

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是解决城市空间蔓延带来热岛效应的

有效手段。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俄勒冈州划定第一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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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边界后，该州的城市由粗放外延式拓展转向内涵式发展。

此后，许多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受到国际认可的城市“精明增

长”等理论的启发均通过城市增长边界方式来划定调控城市

形态，以此来提高城市发展效率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根据区域自然条
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划定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开发

边界。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城市规划建设中大多以人口

边界或经济规模边界作为城市增长边界的判定，进而划定城

市建设用地扩展的边界线，却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形成改善和

防范城市生态环境风险的“生态环境边界”［８］。因此，通过从

建设用地需求“正向”规划转向以生态空间保护为目标的“逆

向”规划与之结合，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９］。《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也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控制城镇开发

边界，促进城市紧凑发展。因此，通过明确城市间的热环境

“生态安全底线”是防范城市空间发展风险的重要措施，也是

本研究的出发点。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生态安全等级、格局角度对城市间的

生态安全距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绥等基于景观生态安全

格局理论和ＲＳ、ＧＩＳ技术，选择地形条件、洪水危害、土壤侵
蚀、植被覆盖、地质灾害和生物保护６个要素作为城市空间扩
展的生态约束条件，分析了南充市的生态安全等级分布，得出

了南充市市域范围内整体生态安全状况较好，低生态安全水

平区域较集中地分布于市区南部的嘉陵江下流区域和城郊西

部山地的结论［１０］。胡海德等利用实地调查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遥
感数据，分别构建了大连市水土保持、水源保护、防洪３种安
全格局，并在具体应用时根据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对３个
水平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取舍，最后对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

思想和构建方法进行了梳理［１１］。周锐等以河南省平顶山新

区为例，结合ＧＩＳ得到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规避、生物多样
性保护３种单一过程的生态用地数据，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构建了平顶山新区生态用地的安全格局。提出了研究区域

内最小生态用地，即底线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８８．４４ｋｍ２，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２９．３５％，缓冲型和理想型生态用地的面积
分别为２２．２８ｋｍ２和４３．８７ｋｍ２的结论［１２］。欧定华等以成都

市龙泉驿区为研究区，在景观分类与景观格局现状分析、景观

格局变化特征与驱动因子分析、景观格局变化潜力与动态模

拟、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与变化趋势预测研究基础上，建立基于

ＰＳＯ算法原理的景观格局空间优化模型与算法，对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统筹兼顾３种情景景观空间布局进行优化，提出了
一种能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关系的景观生态安

全格局［１３］。江源通等结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从城市

生态安全角度出发，在对平潭岛生态环境本底条件的调研基

础上，选取与平潭岛的城市生态安全关系密切的６个关键生
态因子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 ＧＩＳ空间叠置法
综合多要素分析了平潭岛的生态敏感性，最终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面向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开发热潮的平潭岛城市生态安全

格局［１４］。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不同学者尽管已注意到城市

绿地、景观格局等因素对城市生态安全影响显著［１５－２０］，但仅

从“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数

字指标层面上，采取“分散集团式”原则去考虑城市安全边界

布局，显然没有将城市空间特征与空间布局最大生态效益发

挥出来，这也是现阶段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中普遍存在的

缺陷。要合理测算和确定城市之间的生态安全距离，必须要

将城市热环境水平作为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加以分析，

为城市热环境自然消解提供预留空间。

２　基于热环境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内涵

本研究在借鉴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缓冲带等理论的基础

上，将科学界定基于热环境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内涵

和表现形式，在借鉴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缓冲带等理论的基

础上，将基于热环境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界定为：为防

范城市之间热环境风险和保障人类宜居环境，要求城市间承

载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城市用地间隔一定的距离作为生态缓

冲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用地降温效益从而消解城市间

热环境叠加污染。城市之间对于城市用地间隔的最小要求即

为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本从简单到复杂，从理论到实际，从以下３个思路出发，
建立基于热环境的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理论与模型。

２．１　假定城市 Ａ、Ｂ的内部规划固定，Ａ位置固定，Ｂ位置
不定

该思路假设Ａ、Ｂ为相邻２个建设用地较为规则的大型
城市（假设理想情况呈圆形），并且２个城市的规模、布局、功
能定位一致，热岛中心均处于城市中心位置且均匀向外辐射，

辐射能力一致，其中Ａ为已建城市，且位置固定，Ｂ为规划或
拟建城市，其位置待定。

　　本情景方案如图１所示，据此思路构建数学模型如下：

　　设城市Ａ的中心坐标为（ＸＡ，ＹＡ），半径为 ＲＡ。图１中实
线圆环为城市Ａ的建成区，虚线圆环表示城市 Ａ的热岛信号
函数ＵＨＩＡ（ｘ，ｙ）衰减为０，即虚线圆环外区域将不再受城市Ａ
的热辐射影响。此时，城市Ａ的建成区边缘到热岛效应衰减
缓冲带边缘的距离为ｄ１。该情景已假设２个城市的规模、布
局、功能定位一致，热岛信号函数衰减距离也一致（即 ｄ１＝
ｄ２），但城市Ｂ位置不定，假设城市Ｂ中心坐标为（ＸＢ，ＹＢ），半
径为ＲＢ。

如果城市Ｂ的中心坐标满足：
ＸＢ＝ＲＡ＋ｄ１＋ｄ２＋ＲＢ
ＹＡ＝Ｙ{

Ｂ

。 （１）

　　此时，城市Ａ、Ｂ的建成区边缘的距离即为２个城市的最
小生态安全距离，即ｄ１＋ｄ２。其几何意义为城市 Ａ的热岛信
号函数ＵＨＩＡ（ｘ，ｙ）与城市Ｂ的热岛信号函数ＵＨＩＢ（ｘ，ｙ）同时
衰减到０，即ＵＨＩＡ（ｘ，ｙ）＋ＵＨＩＢ（ｘ，ｙ）＝０，此时２个城市热辐
射影响范围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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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算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就是计算目标函数：

ｍｉｎｄ＝ （Ｘａ－Ｘｂ）
２＋（Ｙａ－Ｙｂ）槡

２。 （２）
式中：Ｘａ、Ｙａ、Ｘｂ和Ｙｂ分别为城市Ａ、Ｂ建成区边缘坐标。

约束条件为：城市Ａ、Ｂ之间的热岛信号函数叠加后的最
小热岛强度不超过某一安全阈值Ｉ，即：

ｍｉｎ｛ＵＨＩＡ（ｘ，ｙ）＋ＵＨＩＢ（ｘ，ｙ）｝＜Ｉ。 （３）
　　当城市热辐射等于背景场温度时，热岛信号函数为０，此
时城市Ａ、Ｂ的热环境相互不干扰，即Ｉ＝０。

该情景对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进行了几何学定义，而

且在新建城市选址、规划新建城市规模时防止城市间热环境

交叉污染具有理论价值。

２．２　假定城市Ａ、Ｂ的位置和内部规划固定
该思路假定Ａ和Ｂ分别为已建成和规划在建的２个相邻

大型城市，且Ａ、Ｂ这２个城市间相隔距离固定，城市功能定
位、城市热环境特征明确，热岛中心均处于城市中心位置且均

匀向外辐射。城市Ａ的热辐射能力固定，城市 Ｂ不定。在此
条件下，根据Ａ、Ｂ城市热岛信号函数 ＵＨＩＡ（ｘ，ｙ）和 ＵＨＩＢ（ｘ，
ｙ）衰减距离研判现有建设或规划条件下城市间热环境是否
存在风险。

　　本情景如图２所示，据此思路构建数学模型如下：

　　设城市Ａ的中心坐标为（ＸＡ，ＹＡ），半径为 ＲＡ。图２中黑
色圆环为城市Ａ的建成区，绿色圆环表示城市 Ａ的热岛信号
函数ＵＨＩＡ（ｘ，ｙ）衰减为０，即圆环外区域将不再受城市 Ａ的
热辐射影响。此时，城市Ａ的建成区边缘到热岛衰减缓冲带
边缘的距离为ｄ１。设城市Ｂ的中心坐标为（ＸＢ，ＹＢ），半径为
ＲＢ。假设城市Ｂ的热环境特征存在３种情况，即城市 Ｂ的热
岛信号函数ＵＨＩＡ（ｘ，ｙ）衰减为０时距离Ｂ城市建成区边缘的
距离分别为ｄ２、ｄ３和ｄ４。

当城市Ａ的热岛信号函数ＵＨＩＡ（ｘ，ｙ）与城市Ｂ的热岛信
号函数ＵＨＩＢ（ｘ，ｙ）同时衰减到０时，此时 ｄ１＋ｄ２即为城市 Ａ
和Ｂ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２个城市热岛衰减缓冲带圆环相
切（绿色圆环）；当 ｄ３＜ｄ２时（蓝色圆环），即热岛信号函数
ＵＨＩＡ（ｘ，ｙ）和ＵＨＩＢ（ｘ，ｙ）没有同时衰减到０，２个城市热岛衰
减缓冲带圆环相离，说明２个城市中间具有较多的生态用地
足以削减２个城市产生的热环境污染，２个城市建设用地仍
具有扩展潜力空间；当ｄ４＞ｄ２时（红色圆环），即热岛信号函
数ＵＨＩＡ（ｘ，ｙ）和 ＵＨＩＢ（ｘ，ｙ）重叠，２个城市热岛衰减缓冲带
圆环相交，说明Ａ、Ｂ这２个城市热环境污染叠加，已发生热
环境冲突，必须通过优化生态用地空间布局改善城市热环境

问题。

该情景对通过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判定相邻城市间是否存

在热环境风险、挖潜城市增长空间具有理论价值。

２．３　城市形态不规则时对模型的修正
以上２种情景均假设在理想情况下，即２个城市用地形

状规则，且城市热环境辐射均一。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城市

布局并非如此，而且城市热环境空间异质性较大。故本情景

将假设Ａ、Ｂ这２个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布局为不规则的多边
形，且热环境辐射也不均一。在此基础上，按照前述２种情景
的思路，测算城市之间基于热环境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图３中绿色虚线为城市 Ａ热岛信号函数衰减为０的边
界，紫色虚线为城市Ｂ热岛信号函数衰减为０的边界。由于
城市形状不规则且热环境异质性大，因此当Ａ、Ｂ城市热岛信
号函数衰减为０时，并非为简单的相交、相离或相切关系。如
图３所示，仅Ｐ点为热岛信号函数 ＵＨＩＡ（ｘ，ｙ）和 ＵＨＩＢ（ｘ，ｙ）
同时衰减为０的点，即Ｐ点到城市Ａ、Ｂ建成区边缘的最短距
离之和为２个城市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由于Ａ、Ｂ这２个城
市上半部分建成区距离较近，因此热岛信号函数叠加，叠加区

域Ｓ１存在热环境风险，需要优化热岛衰减缓冲区内的生态用
地格局，区域Ｓ１即为热环境风险区域；Ａ、Ｂ这２个城市下半
部分建成区距离较远，当热岛信号函数 ＵＨＩＡ（ｘ，ｙ）和 ＵＨＩＢ
（ｘ，ｙ）衰减为０时，未出现热岛信号函数叠加，因此区域Ｓ２周
围仍具有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潜力，即为城市扩展潜力区。

　　针对这种情况，利用多智能体模型，选取代表城市用地扩
展需求、城市间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机制、生态用地空间

形态和布局降温机制的空间指标作为输入数据，输出不同城

市扩展情景，基于重构的城市群热环境曲面，寻找最佳生态安

全距离，在热环境风险区域周围优化生态用地空间配置，针对

城市扩展潜力区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以此来进行城市之间

的热环境调控。

　　在图４中，绿色虚线为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后热岛信号函
数ＵＨＩＡ（ｘ，ｙ）和ＵＨＩＢ（ｘ，ｙ）同时衰减为０的曲线，２个城市边
缘到该曲线的距离之和是最佳生态安全距离。Ａ、Ｂ这２个城
市下半部分为城市扩展潜力区域Ｓ３和Ｓ４，城市边缘区的黑色
虚线即为城市增长边界。在这种城市增长边界条件下，２个
城市距离刚好为最佳生态安全距离，并且城市建设用地具有

最大的空间扩展潜力。

　　该情景对通过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理论研判相邻城市间是
否存在热环境风险，对于通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优化生态用

地布局、调控城市间热环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３　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测算

３．１　城市地表温度测算
目前，城市热环境曲面拟合模拟，由于其精确、直观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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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成为目前进行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热力系

统的地表温度可以表示为：

Ｔｓ（ｘ，ｙ）＝Ｔｓ１（ｘ，ｙ）＋Ｔｓ２（ｘ，ｙ）。 （４）
式中：（ｘ，ｙ）分别为像元坐标；Ｔｓ（ｘ，ｙ）为地表温度；Ｔｓ１（ｘ，ｙ）
为背景温度；Ｔｓ２（ｘ，ｙ）为热力系统局部热异常导致的温度
增量。

在研究城市热岛效应时，通常考虑乡村地区地物热惯性

相对稳定，将其作为背景场，即地表温度 Ｒ（ｘ，ｙ）。如果在
Ｒ（ｘ，ｙ）温度背景场上叠加城市地区热异常则会表现出城市
热岛效应。那么，由城市热岛效应导致的温度增量 Ｔｓ２（ｘ，ｙ）
定义为热岛信号函数ＵＨＩ（ｘ，ｙ）。因此，热力系统的地表温度
可转换为：

Ｔｓ（ｘ，ｙ）＝Ｒ（ｘ，ｙ）＋ＵＨＩ（ｘ，ｙ）。 （５）
　　因此，根据公式（５），分别抽象出乡村地表温度场 Ｒ（ｘ，
ｙ）和热岛信号函数ＵＨＩ（ｘ，ｙ），即可拟合城市热环境曲面。
３．２　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测算

为定量测算城市间热环境最小生态安全距离，选取北京

与天津２个相邻城市作为研究区域，京津２市在区位上毗邻，
地理位置上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地带，而且在城市空间

结构中也处于核心位置，２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远大于其他城
市，是决定和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中枢和增长重心。因此，本

研究主要从城市热环境视角来测算京津２市在城市发展进程
中导致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变化。

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１０年期间 ＭＯＤＩＳ－ＬＳＴｓ数据产品
作为地表温度数据源来生成热环境模拟空间曲面，将京津２
市的热环境模拟空间曲面作为输入数据，进一步测算最小生

态安全距离。由于不同季相地表温度有明显差异，为揭示其

空间分布特征规律，需要将地表温度正规化处理并通过密度

分割技术，将城市热环境进行分级处理。

Ｔｎｉ＝
Ｔｓｉ－Ｔｓｍｉｎ
Ｔｓｍａｘ－Ｔｓｍｉｎ

。 （６）

式中：Ｔｎｉ表示第ｉ个像元正规化后的值；Ｔｓｉ为第ｉ个像元的地
表温度；Ｔｓｍａｘ表示城市群地表温度的最大值；Ｔｓｍｉｎ表示城市地
表温度的最小值。

　　通过密度分割技术将地表温度划分为低温、次低温、中
温、次高温和高温等５个热力等级（表１）。同时，将次高温区
和高温区作为城市热岛区域来加以研究。并依此来测量基于

热环境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城市热岛面积呈逐年
扩大的趋势，从区域空间发展趋势上来看，呈现出连片发展的

空间分布格局（图５），而２市之间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呈现
急剧衰减的趋势（图６）。２００３年北京市城市热岛区域面积

表１　地表温度等级区间划分标准

地表温度等级 温度范围

低温　 Ｔｎｉ＜Ｔｍｅａｎ－１．５ｓ
次低温 Ｔｍｅａｎ－１．５ｓ≤Ｔｎｉ＜Ｔｍｅａｎ－０．５ｓ
中温　 Ｔｍｅａｎ－０．５ｓ≤Ｔｎｉ＜Ｔｍｅａｎ＋０．５ｓ
次高温 Ｔｍｅａｎ＋０．５ｓ≤Ｔｎｉ＜Ｔｍｅａｎ＋１．５ｓ
高温　 Ｔｎｉ≥Ｔｍｅａｎ＋１．５ｓ

　　注：Ｔｎｉ为正规化后的像元值，Ｔｍｅａｎ为正规化后所有像元平均值，ｓ

为温度标准差。

为１０９６．９８ｋｍ２，天津市城市热岛区域面积为３７０．３２ｋｍ２，北
京市和天津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为８０．７６ｋｍ。２０１３年北京
市城市热岛区域面积增加了７０９１．０８ｋｍ２，城市热岛面积为
８１８８．０６ｋｍ２，是２００３年的７．４６倍，天津市城市热岛区域面
积增加到４５６７．５４ｋｍ２，是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３倍，北京市和天
津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仅为１．４４ｋｍ。１０年间，北京市和天
津市城市热岛面积增长率分别为 ７０９．１１ｋｍ２／年和
３４９．７７ｋｍ２／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衰减率为７．９３ｋ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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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在界定热环境视角下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实质

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北京市与
天津市的热岛容量及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进行测算。通过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城市
热岛区域从空间上逐年接近连片发展趋势；（２）１０年间，北京
市和天津市的城市热岛面积迅速扩大，已由 ２００３年的
１０９６．９８ｋｍ２、３７０．３２ｋｍ２，增长为２０１３年的８１８８．０６ｋｍ２、
４５６７．５４ｋｍ２；（３）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城市间最小生态安全距
离逐年接近，由２００３年的８０．７６ｋｍ，急剧衰减为２０１３年的
１．４４ｋｍ，京、津２市的最小安全距离的演变过程表明区域热
环境水平呈逐渐恶化的趋势。

４．２　讨论
目前，国际社会已积极研究预防和解决城市热岛效应的

有效方法和措施。《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也对城市热岛效应在其形成机制以及调控
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明确要求。但对城市热环境的研究不

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揭示层面，为了保证城市热环境治理的

科学性、权威性，必须对热环境进行模拟与预测，这就要从热

环境的形成机制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

间热环境调控措施，来保障相邻城市的最小生态距离处于合

理区间。综上所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建设城市通风走廊。其原理是在城市边缘区域营造
一个通风口，将郊外的风引入城市中心区，以此来增加城市空

间的空气流动性，进而达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目的。具体

做法是：依据所在城市的自然地形和地貌，在确定生态冷源和

热环境控制区的相对位置上结合风向风速玫瑰图，选择通风

截面较大的街道来建设城市通风走廊。通风廊道设置仅适合

一些新城建设，在老城区改造过程中由于现有景观格局已经

形成，建设进程中会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

（２）科学规划城市绿地系统。对于一些无法改变城市景
观结构的旧城区可以重点采取对绿地板块的有效整合，优化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建设城市绿地数据库，增种适合的树木、

草地等方式来有效提高城市绿地系统的覆盖面积与服务效

率，从而形成有效的“绿地效应”，削弱和缓解“热岛效应”所

带来的危害。

（３）利用科技手段减少热污染排放。提倡城市利用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非常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倡

导低碳经济等，减少热污染排放。同时，针对城市热容性较高

的沥青路面和水泥路面，在市政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逐步改造成生态透水路面，以此来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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